
第 ４４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２０２３ＷＫＺＤＪＣ００９）； 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ＩＷＨＳ２０２１１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２７；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２８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ｌ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ｏ＠ ｈ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２１２２７３６８１

方云皓， 赵丽元， 窦碧莹， 王书贤， 周枞．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消减效应．生态学报，２０２４，４４（１）：１１７⁃１２８．
Ｆａｎｇ Ｙ Ｈ， Ｚｈａｏ Ｌ Ｙ， Ｄｏｕ Ｂ Ｙ， Ｗａｎｇ Ｓ Ｘ， Ｚｈｏｕ Ｃ．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Ｍ２．５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４（１）：１１７⁃１２８．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 的消减
效应

方云皓１， 赵丽元１，∗， 窦碧莹２， 王书贤１， 周　 枞１

１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２ 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 南京　 ２１１１９９

摘要：研究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消减效应，有助于为城市群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

撑。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为例，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建成区面积数据、土地覆盖数据以及 ＰＭ２．５数据系统分析城市群 ＰＭ２．５

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以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等 ５ 种绿色基础设施为驱动因子，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与交

互作用探测，探索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 同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以及约束线方法，进一步剖析

城市化水平对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约束效应。 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在时序上

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趋势，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级差化递减的分异特征。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

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存在削减效应，但历年削减率均不超过 ４％，其中扩张区的削减效应显著高于老城区。 （３）因子

探测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绿色基础设施因子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在老城区总体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

的规律，而在扩张区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湿地的规律；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林地与湿地、林地与草地、林地与水体

是削减 ＰＭ２．５浓度较为显著的交互组合，其交互解释力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达到 ０．５ 以上。 （４）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

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受到城市化水平约束，其约束线形态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为指数型。 本研究有助于在城市群尺

度为以自然为本的气候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ＮＣＳ）的落实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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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Ｍ２．５；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Ｍ２．５是指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小于等于 ２．５μｍ 的颗粒物，其主要来源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剧烈且频繁

的人类活动引发的化石燃料的粗糙使用、汽车尾气与工业废气的大规模排放等［１］。 ２１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城

市的快速发展，以 ＰＭ２．５为主要污染物的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２］。 一方面，ＰＭ２．５由于自身涵盖有机碳、碳
黑、粉尘、硫酸铵（亚硫酸铵）、硝酸铵等五类化学组分，其浓度过高会导致城市大气能见度降低、气流交换速

率减弱，致使街道或建筑组团内部热量聚集，诱发诸如城市热岛效应等“城市病”来降低生态环境质量［３—４］；
另一方面，ＰＭ２．５由于具有粒径小、重量轻、在空气中滞留时间久等特征，其极易被吸入到肺泡等人体器官中，
引发诸如肺癌、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５］。 因此，如何削减 ＰＭ２．５已成为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学者以及公众等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
目前关于削减 ＰＭ２．５措施的讨论主要围绕在源头控制以及自然沉降两个方面。 源头控制指通过相关政

策、标准等人为强制性干预措施，将 ＰＭ２．５污染控制在产生前或排放源处的控制方法，具体措施包括改善能源

消耗结构、车辆限行、工厂限排等，其既能减少化石燃料等物质能源的浪费，又能降低污染物产生后治理所需

的费用［６］。 自然沉降，指 ＰＭ２．５通过湍流扩散、重力沉降以及分子扩散等一定自然途径沉降至地表的过程，包
括干沉降和湿沉降［７］。 其中，干沉降指大气气溶胶粒子和微量气体成分在无降水条件下落在植被和建筑物

表面的过程，而湿沉降指大气颗粒物由于雨、雪等降水冲刷而下沉至地面或水体的过程［８—９］。 一般而言，湿沉

降的效率虽然较高但依赖于雨雪天气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在绝大多数地区削减 ＰＭ２．５的自然沉降方式主要以

干沉降为主［７］。 此外，相对于其他干沉降表面，以植被为主体的下垫面能够利用叶片的滞留、附着和粘附等

功能大幅提升干沉降效率［１０］。
绿色基础设施（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Ｉ）是城市及其周边具备自然、半自然及工程特征的绿色空间网络与

复合生态系统，是城市长期获得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可持续效益的载体，包括森林公园、耕地等“枢纽”，绿道、
景观走廊等“链接”，以及绿色屋顶、垂直绿化等生态工程［１１］。 目前针对以植被为载体的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既包括林地［１２—１３］、湿地［１４—１５］、公园［１６—１７］ 以及道路绿带［１８—２０］ 等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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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也包括城市绿地［２１—２２］、城市生态空间［２３—２４］等复合型绿色基础设施，具体涵盖微观与宏观两种

尺度。 在微观尺度，研究主要利用国控监测站点与 ＰＭ２．５浓度监测设备（例如空气质量检测仪等）获取逐小时

或逐日 ＰＭ２．５浓度数据，通过对比实验组（处于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范围内）与对照组的 ＰＭ２．５浓度差异评估绿色

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削减效应［２５—２７］。 微观尺度测量具有精度高的优点，能够为树种选择以及景观配置提供指

引。 宏观尺度研究多基于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展开，具体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偏向于通过关

联性分析模型如线性回归模型［２８］、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２９—３０］、地理探测器模型［３１］等探讨绿色基础设施的相关

空间形态指标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程度，另一种侧重于通过干沉降模型［３２］、城市森林效益模型［３３］等对 ＰＭ２．５浓

度的削减量、去除率或滞尘率进行定量计算。 总体来说，宏观尺度评估尽管无法达到微观尺度测量的精度，但
其能够突破特定区域范围限制，定量测算整个城市或城市群的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

尽管近年来存在部分研究剖析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及驱动机制，但其较多以截面数据分析

为主，对于长时间序列下的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动态影响关注仍然较少。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绿色基

础设施与 ＰＭ２．５均处于不断变化中，静态分析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具有时空局限性，难以系统揭

示绿色基础设施的滞尘除霾机制。 此外，现有文献聚焦于城市、街区尺度，鲜有研究基于城市群视角进行区域

尺度分析。 而 ＰＭ２．５在空间具有溢出效应［３４］，高浓度 ＰＭ２．５区域往往由临近区域 ＰＭ２．５导致，从中小尺度分析

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无法排除溢出效应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建成区例，从
时空动态视角探索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及驱动机制，以期为基于自然的气候

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ＮＣＳ）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框架。

１　 研究区域

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作为研究区域。 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０°０９′Ｎ—３３°２０′Ｎ，１８０°２１′Ｅ—
１１８°２８′Ｅ）地跨湖北、湖南和江西 ３ 省 ３１ 市（图 １），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特大型国家级城市群。 气候类型属于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地形以平原与山体为主，年均降水量在 ８００—１９４３ｍｍ，拥有汉江、湘江、洞庭湖、鄱阳湖等

自然资源。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要求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面积不断增加，加之

其逐渐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致使该地区下垫面生态本底发生改变的同时空气污染问题日益凸出，以
ＰＭ２．５为主的大气污染物已成为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２　 研究数据与方法

２．１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建成区面积数据、土地覆盖数据、ＰＭ２．５数据以及夜间灯光数据，其通过 １ｋｍ×１ｋｍ

的空间单元网格予以统计。 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ｄｂ． ｃｎ ／ ｅ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ｄ ＝ ７１７６９６６０７２６０２４６０１６）提供的中国 ４３３ 个城市建成区边界矢量数据集，时间维度包括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隔 ５ 年）共 ７ 个年份；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ｈｔｔｐ：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５２８１ ／ ｚｅｎｏｄｏ．４４１７８０９）
提供的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中国逐年土地覆盖数据集（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涵盖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
灌木、裸地、不透水面以及冰 ／雪地 ９ 种土地覆盖信息，空间分辨率达 ３０ｍ×３０ｍ，总体准确率达 ８０％。 根据《中
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的标准，加之灌木在研究区域内占比较少，本研究将林地、草地、
耕地、湿地、水体定义为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的主要类型；ＰＭ２．５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ｗｕｓｔｌ．ｅｄｕ ／ ａｃａ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ｍ２⁃ ５ ／ ＃Ｖ５．ＧＬ．０２）的大气成分分析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提供的 １９９８—２０２０ 中国逐年 ＰＭ２．５年均栅格数据集，其空间分辨率为 ０．０１°×０．０１°；夜间灯光数据来源

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ＹＧＩＶＣＤ）提供的跨传感器校正的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全球“类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夜间灯光数据集（ＮＰＰ⁃ＶＩＩＲＳ⁃ｌｉｋｅ ＮＴＬ Ｄａｔａ），其空间分辨率约为 ５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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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老城区与扩张区划分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老城区与扩张区面临的气候威胁（如 ＰＭ２．５浓度升高）在地理空

间上存在差异，其相应的气候适应策略也应当进行分区引导。 为了系统分析老城区与扩张区的 ＰＭ２．５浓度差

异，并比较这两种区域的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消减效应的驱动机制，以此为差异性气候适应策略提供依

据，本研究基于建成区面积数据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２０２０ 年建成区依次划分为老城区与扩张区两种类型区

域。 其中某年建城区面积为该年老城区与扩张区面积之和，而前一时间段建成区相当于后一时间段老城区，
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建成区、老城区与扩张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２．２．２　 消减效应分析

尽管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绿色基础设施存在滞尘、除霾等功能，但仍存在少量研究对此结论持怀疑甚至相

反观点［３５—３６］。 基于此，本研究在系统分析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驱动机制前，根据削减率公

式［１９，３３］从区域尺度验证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并对其

削减程度进行计算：

Ｐ ＝
Ｃｓ － Ｃｍ

Ｃｓ

×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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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 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率，其值处于（０％，１００％］表示存在削减作用，且值越高表明削减

作用越强，在此区间外则不存在削减作用； Ｃｓ 代表对照区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值； Ｃｍ 代表实验区（建成区内绿色基

础设施区域）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值。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２３，３７］并结合研究数据空间分辨率，利用 ＧＩＳ 缓冲区分析

功能设置对照区，即建成区内、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范围外 ５００ｍ 区域。 对照区与实验区地理区位临近，除绿色

基础设施要素外，其余要素（气候类型、城市结构等）基本一致。 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对照区与实验区的 ＰＭ２．５

浓度值差异，并进一步计算削减率，可基本研判绿色基础设施引起的 ＰＭ２．５浓度变化情况。
２．２．３　 地理探测器模型

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３８］解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

驱动机制。 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空间统计学方法，广泛适用于生态环境、地理遥感及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影响

因子识别及驱动机制解析研究。 此方法在城市或区域尺度主要通过挖掘要素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测度自变

量对于因变量的重要程度，相较于传统统计方法中假设条件过多等处理变量的局限性，具备无线性关联假设

等显著特征，能有效避免变量的共线性问题。 空间分层异质性表征为层内方差之和小于层间总方差的现象，
用 ｑ 值（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度量，表达式如下：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 １ － ＳＳＷ

ＳＳＴ
（２）

ＳＳＷ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３）

ＳＳＴ ＝ Ｎσ２ （４）
式中， ｑ 为 １ｋｍ×１ｋｍ 的空间单元内自变量（各类型绿色基础设施栅格像元数量占比）对因变量（ＰＭ２．５浓度）的
解释力，取值范围为［０，１］， ｑ 值越高表明该类型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越强；研究区被划分为 ｈ
个层（Ｓｔｒａｔａ）， ｈ ＝ １，…，Ｌ ； Ｎｈ 和 Ｎ 分别代表层 ｈ 内和区域内的单元数； σ２ 代表整个区域 ＰＭ２．５浓度的方差，

σ２
ｈ 代表 ｈ 层内 ＰＭ２．５浓度的方差；ＳＳＷ 和 ＳＳＴ 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和区域总方差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本研究采取地理探测器软件（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进行因子探测与交互作用探测。 当地理探测器用于因子探测

时，ｑ 值反映单类型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当地理探测器用于交互作用探测时，ｑ 值反映双类型

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交互解释力，通过对比单因子 ｑ 值及交互作用 ｑ 值，可判断交互作用的类型，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交互作用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判断依据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ｓ

交互作用类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判断依据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ｓ

交互作用类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Ｐ（Ａ∩Ｂ）＜ｍｉｎ（Ｐ（Ａ）， Ｐ（Ｂ）） 非线性减弱 Ｐ（Ａ∩Ｂ）＞Ｐ（Ａ）＋Ｐ（Ｂ） 非线性加强

ｍｉｎ（Ｐ（Ａ）， Ｐ（Ｂ））＜Ｐ（Ａ∩Ｂ）＜ｍａｘ（Ｐ（Ａ）， Ｐ（Ｂ））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Ｐ（Ａ∩Ｂ）＝ Ｐ（Ａ）＋Ｐ（Ｂ） 双因子相互独立

Ｐ（Ａ∩Ｂ）＞ｍａｘ（Ｐ（Ａ）， Ｐ（Ｂ）） 双因子增强

　 　 Ａ、Ｂ 分别代表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的绿色基础设施类型

２．２．４　 约束线方法

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作用过程错综复杂。 实际上，绿色基础设施往往由于受到其他因素例

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而无法完全发挥对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作用。
约束线方法［３９］是揭示复杂生态系统（包括绿色基础设施）中限制变量（约束因子）对响应变量（驱动因

子）约束性作用的方法，其能够刻画响应变量的潜在范围或最大值，进而从散乱分布的数据云中提取关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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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具体包括四种绘制手段，包括参数法、散点云网格法、分位数回归法和分位数分割法。

图 ３　 约束线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ｉｎｅ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４０—４１］，采取分位数分割法分

别探索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２０２０ 年老城区与扩张区城

市化发展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约束效应。 如图 ３ 所示，首
先分别绘制老城区与扩张区 １ｋｍ×１ｋｍ 的空间单元中响

应变量（绿色基础设施栅格数量）与限制变量（夜间灯

光辐射值）的散点图；其次将 ｘ 轴按照其值域等分为 ５０
组，选取每一组中 ９５％的分位数作为边界点（老城区与

扩张区各 ５０ 个），边界点表示限制变量影响响应变量

时，响应变量的理论最大值；最后，根据提取的边界点进

行非线性拟合以提取最优约束线。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ＰＭ２．５时空分布特征

如图 ４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演变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趋势，可划分

为 ３ 个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年均 ＰＭ２．５ 浓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７． ０μｇ ／ ｍ３ 增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２．０μｇ ／ ｍ３，上升率达 ４０．５％，空气质量逐年恶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处于 ４８．３—５４．９μｇ ／ ｍ３ 范围

内，总体保持较高且稳定态势，最高值 ５４．９μｇ ／ ｍ３ 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呈现下降趋

势，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０．９μｇ ／ ｍ３ 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９．４μｇ ／ ｍ３，下降率达 ４２．２％。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发布

的《空气质量准则》中的目标值（１５、２５ 和 ３５μｇ ／ ｍ３），以及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中的年

均浓度限值（１５ 和 ３５μｇ ／ ｍ３），将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划分为 ０—１５μｇ ／ ｍ３、１５—２５μｇ ／ ｍ３、２５—３５μｇ ／ ｍ３、
３５—４５μｇ ／ ｍ３、４５—５５μｇ ／ ｍ３、５５—６５μｇ ／ ｍ３ 与 ６５—７５μｇ ／ ｍ３ 七个区间，其中低浓度（ＰＭ２．５浓度＜国家二级标准

３５μｇ ／ ｍ３）比重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而高浓度（ＰＭ２．５浓度＞５５μｇ ／ ｍ３）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时序演变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为探究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空间演变特征，依次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２０

年数据进行空间可视化，如图 ５ 所示。 ２０００ 年 ＰＭ２．５浓度总体较低，其中高于 ４５μｇ ／ ｍ３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湖

北省各城市；２００５ 年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总体上升明显，ＰＭ２．５浓度高于 ４５μｇ ／ ｍ３ 的区域扩散至湖北省及湖南省

绝大多数城市；２０１０ 年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高于 ６５μｇ ／ ｍ３ 的区域大范围出现，主要在湖北省呈连片状蔓延，少量

呈斑块状集聚在湖南长沙；２０１５ 年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除武汉、孝感、宜昌、襄阳、荆门等城市

２２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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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２．５浓度依然高于 ６５μｇ ／ ｍ３ 外，其余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缓解；２０２０ 年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整体下降

显著，除襄阳、荆门外，其余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普遍低于 ４５μｇ ／ ｍ３，尽管如此，仍有超过长江中游城市群总面积 １ ／ ４
区域的 ＰＭ２．５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３５μｇ ／ ｍ３，空气质量未达标。 总体而言，伴随城市化快速推进，建成区范

围不断扩大，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级差化递减的两级分化格局。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空间演变特征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为进一步对比城市扩张过程中建成区、老城区以及扩张区的 ＰＭ２．５浓度特征，依次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２０ 年份中各类型区域内 ＰＭ２．５浓度值进行统计，如图 ６ 所示。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 ＰＭ２．５浓度与

总体 ＰＭ２．５浓度时空演变规律相一致，呈现“倒 Ｕ 型”趋势。 此外，老城区 ＰＭ２．５浓度始终高于扩张区，与相关

研究结论相符［４２］，其中最大差值为 ２．０μｇ ／ ｍ３，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最小差值为 ０．６μｇ ／ ｍ３，发生在 ２０２０ 年，表明伴

随快速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新老城之间 ＰＭ２．５浓度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老城区与扩张区 ＰＭ２．５浓度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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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消减效应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实验区（建成区内绿色基础设施）与对照区（建成区内、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范围外 ５００ｍ
区域）的 ＰＭ２．５浓度消减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对应 ５ 个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２０２０），削减率分

别为 ２．７％、３．１％、３．２％、３．０％、３．０％。 一方面，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存在削减效

应；另一方面，从整体削减水平来看，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率整体不超过 ４％，与相关区域尺度的研究

结果一致［３３］，表明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目前仍较为有限，这主要是由于 ＰＭ２．５浓度的变化

涉及经济、社会、产业、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绿色基础设施的面积比例、植被结构、植株生长情

况等自身条件致使其对 ＰＭ２．５的消减效应存在局限性。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率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Ｍ２．５ ｂｙ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实验区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 （μｇ ／ ｍ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３．７ ５７．２ ６０．５ ５４．５ ３６．０

对照区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 （μｇ ／ ｍ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

４４．９ ５９．０ ６２．５ ５６．２ ３７．１

削减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２．７ ３．１ ３．２ ３．０ ３．０

３．３　 绿色基础设施类型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驱动机制

为探索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类型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驱动机制，本研究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功能与交

互作用探测功能，分别探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２０２０ 年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

（ｑ 值）。

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老城区与扩张区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如图 ７ 所示，就单因子解释力排序而言，林地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最高，老城区与扩张区四年平均解释

力分别为 ０．６３、０．７３。 其作用机理为林地中的植被通过滞留或停着、附着以及黏附 ３ 种干沉降方式使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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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在其叶片、枝干等部位，从而降低周围的 ＰＭ２．５浓度；其次为草地和耕地，老城区四年平均解释力分别为

０．５３、０．３０，扩张区四年平均解释力分别为 ０．６６、０．３９。 就草地来说，其与林地中的茂硕乔木相比冠层粗糙度较

低，但依然发挥重要的滞尘、除霾等功能，对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气溶胶性质污染物具有吸附作用；对耕地而

言，其具有增加与削减 ＰＭ２．５浓度的双面性。 一方面，耕地能够通过植被叶片干湿沉降效应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另
一方面，农田秸秆焚烧也会造成 ＰＭ２．５浓度偏高，此外，大部分耕地在闲置时具有裸地性质。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主要表征为削减效应，这意味着耕地保护不仅关乎农业生产与粮

食安全，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重要意义；湿地则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始终较弱。 总的

来说，各因子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在老城区总体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的规律，而在扩张区呈

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湿地的规律。
对比老城区与扩张区，扩张区大部分单因子解释力均显著高于老城区，尤其对于水体来说最为明显，其在

老城区对 ＰＭ２．５浓度无显著影响，而在扩张区仍具有解释力，最高达 ０．３８ 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表明扩张区绿色基

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较老城区更强。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扩张区相对于老城区在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比重较小，各绿色基础设施用地比重相对老城区较大，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

应更高。 另一方面，老城区与扩张区中绿色基础设施的斑块分布形式存在差异，扩张区在未发展前绿色基础

设施斑块分布较为完整，而老城区绿色基础设施斑块受社会、经济、产业等多重因素影响较多呈破碎化分布。
相关证据表明，绿色基础设施的破碎化程度越高，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越弱［４３］。

图 ８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老城区与扩张区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Ｆｉｇ．８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Ｙ 代表有显著性差异，Ｎ 代表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地理探测器的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可知，绿色基础设施各因子具备单独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功能的

同时，也会呈现协同削减 ＰＭ２．５浓度的耦合效应，主要包括（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作用、非线性加强作用以及双

因子增强作用，如图 ８ 所示。 在四个时段的老城区与扩张区中，林地与耕地存在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作用，而与

草地、湿地及水体主要存在双因子增强作用，其中林地与湿地的交互作用最强，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四年平均交

互解释力分别为 ０．８５、０．８７；草地与耕地主要存在非线性减弱作用，与湿地及水体主要存在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作用；耕地与水体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老城区内表征为双因子增强作用，随时间推移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表征为单因

子非线性减弱作用。 在扩张区内，耕地与湿地主要表征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作用，与水体主要表征为非线性

减弱作用；湿地与水体主要存在非线性加强作用。 结合单因子解释力可以发现，尽管单因子湿地对 ＰＭ２．５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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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弱，但是其与林地或水体的混合绿色基础设施用地配置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消减效应均高于林地或水体

的单独作用结果，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
３．４　 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化水平的约束效应

由图 ９ 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及 ２０２０ 年老城区与扩张区的绿色基础设施均受到城市化水平的约束效应，
其约束线形态均属于指数型且随时间推移基本保持不变，其中老城区的拟合度（Ｒ２）在 ０．６６—０．８２ 之间，而扩

张区拟合度维持在 ０．７１—０．８８ 范围内，拟合效果均较好。 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往的发展模式下，自然环境逐渐

被人工环境大规模侵占、可透性的绿色基础设施用地逐渐被硬质化的建设用地（不透水面）替代，土地用途的

功能转换导致绿色基础设施用地比例较低。 这说明过往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导致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率整体较低（不超过 ４％）的主导因素。 因此，在未来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中应当重视对绿色基

础设施的保护，从科技创新、规划管控、公众参与等方面扩大城市化对绿色基础设施的“促进效应”，减少“约
束效应”。

对比老城区与扩张区约束线的阈值效应，当夜间灯光辐射值处于 ０—２５ ｎＷ ｃｍ－２ ｓｒ－１区间时，扩张区绿色

基础设施阈值（约束线内绿色基础设施散点数量占总绿色基础设施散点数量比值）明显高于老城区，表明在

同等城市化水平地区，扩张区的绿色基础设施用地比重相比老城区较大，致使其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更

强。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老城区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进城镇化建设，而随着时间推移，生态发展的

理念日益深入到城市或区域规划中，导致扩张区往往吸取老城区发展经验，改变其固有发展模式，重视对绿色

基础设施的管控与保护。

图 ９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老城区与扩张区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化水平的散点图及约束线

Ｆｉｇ．９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ｉｎ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４　 讨论

４．１　 削减率与消减效应

尽管本研究从城市群尺度证实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存在消减效应，但从计算结果来看，削减率整体不超

过 ４％，削减效应依然较低，表明绿色基础设施的消减效应存在局限性，并非随着 ＰＭ２．５浓度的升高而增强，这
与部分研究基于“削减量”得到的结论不同［１０，２２］。 “削减量”、“滞尘量”是由植被的面积、结构等特征以及大

气颗粒物浓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而“削减率”反映 ＰＭ２．５削减量与 ＰＭ２．５未削减量（或总量）的比值，是绿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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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削减能力的直接体现［３３］。 以“削减量”、“滞尘量”等指标研判绿色基础设施对空气污染的贡

献程度由于缺少对照组，易夸大滞尘、除霾能力。
从削减率变化来看，其与 ＰＭ２．５浓度在时序上的“倒 Ｕ 型”趋势不同，呈现先增加，再减少，后逐步稳定的

非线性态势。 这在本研究可被解释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快速发展，由此排放出大

量工业气体引发 ＰＭ２．５浓度升高，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致使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面积增加，导致其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也呈现增加态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 ＰＭ２．５浓度略有下降且城市空间扩张

速度减缓，建成区通过扩大区域来增加绿色基础设施面积的方式受阻，且其自身内部的绿色基础设施用地被

居住、商业等功能用地等不断侵占，因而出现消减率下降的现象；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等绿色发

展策略不断深入区域治理中，ＰＭ２．５浓度下降显著，相对于 ２０００ 年，绿色基础设施由于逐渐得到管控与保护，
其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总量较小，但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率却更强且逐渐稳定。 综上，以“削减率”进行计算能够从时间

尺度客观解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消减效应的驱动机制。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源头控制依然是目前主要的空气污染治理手段，但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态保护

战略深入、科技水平提升、绿色基础设施配置优化、植被群落结构改善等因素均会导致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

浓度的削减效应提高。 此外，城市群建成区中绿色基础设施面积比例的增加也会一定程度减少其他城市功能

用地（如居住与工业用地）的面积比例，间接提升空气质量。 因此，绿色基础设施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作用仍

不可忽视。
４．２　 不足与展望

在城市群尺度通过多源时空数据评估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能够为区域尺度以自然为

本的气候解决方案提供理论贡献与实证分析价值。 然而，本研究以 １ｋｍ×１ｋｍ 空间网格为基本单元进行研究

忽视了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ｌ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与以市县等行政单元为尺度的研究相比，是
否存在差异性结论仍需要得到验证。 另外，本研究选取的案例研究区—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后续将展开与其他城市群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对比研究。

５　 结论

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为例，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多源面板数据分析其 ＰＭ２．５浓度的时空演变特

征，从时空动态视角探索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效应及驱动机制，并剖析城市化水平对绿色基础设

施的约束效应，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其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在时序上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趋势，拐点

最高值 ５４．９μｇ ／ ｍ３ 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在空间上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总体呈现湖北＞湖南＞江西的空间分异特征，由西

北向东南级差化递减。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存在削减效应，但历年削减率值均

较低整体不超过 ４％，其中扩张区的削减效应始终显著高于老城区。
（３）就绿色基础设施类型来说，在长江中游城市群老城区与扩张区均呈现林地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削减作用

最强、草地与耕地次之的规律；绿色基础设施的组合配置也会呈现协同削减 ＰＭ２．５浓度的交互效应，其中林地

与湿地的交互效应最强。
（４）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 ＰＭ２．５的削减效应受到城市化水平约束，其中扩张区受到的

约束效应要低于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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